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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地区不同规模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研究 

——基于甘肃、重庆、广东 453 个农户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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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基于对甘肃、重庆和广东 3 省(市)3 个山区马铃薯主产县 453 个马铃薯种植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

运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测算我国山地地区不同规模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并采用 Tobit 模型探究农户马铃

薯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山地地区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较低,若消除技术无效率项,产出仍

有 31.6%的提升空间;农户马铃薯种植大、中、小三种规模类型中,中等规模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最高,小规模次

之,大规模最低;土地块均面积、劳动力数量、农户专业化程度、参加合作社以及农户认知水平等因素对马铃薯生产

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土地规模对生产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从政府、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户等层面提出相关对策建

议,以提升山地地区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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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FAO统计数据,近年来,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均保持在世界第一,占比约为全球 1/4。一方面,马铃薯是全球公认的

健康食品,具有热量低、粗纤维含量高、蛋白质好等优点,对于破解当前我国居民营养不均衡、膳食结构不合理等个体健康问题

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马铃薯耐旱、耐寒、耐贫瘠的生物学特点,有助于其在自然环境条件较恶劣的地区种植,是我国相当一部

分贫困地区的主导产业,对于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在我国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小麦和水稻等主要粮食作

物增产水平有限的大背景下,马铃薯能够发挥保障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作用。自 2015年我国提出马铃薯主粮化战略以来,马铃薯

产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然而我国马铃薯单产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2014 年,比利时马铃薯

单产为 54.00 吨/公顷,荷兰为 45.66 吨/公顷,我国仅有 17.02 吨/公顷
[2]
,生产效率较低,这很大程度上与我国马铃薯大部分依靠

传统小农生产和土地细碎化的情况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表明,我国马铃薯主产县中有 80%分布在地形陡峭的丘陵山地地区,这与三

大粮食作物分布情况差异显著。从自然因素方面看,与平原地区相比,山地地区地形地貌条件复杂,海拔高、坡度陡、起伏度大,

对马铃薯种植所依赖的温度、湿度、光照以及土壤养分等自然条件有决定性影响。从社会经济因素方面看,山地地形易造成土地

细碎化现象,给机械化作业带来障碍,不利于马铃薯种植、收获和销售。同时,山地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交通状况差,信息流通渠道

不畅通,科技水平较低等问题,也是造成马铃薯生产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从地形视角出发,探究我国山地地区农户马铃薯

的生产技术效率,深入解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提高我国马铃薯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提供科学参考,对马铃薯产业可持续发展

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生产技术效率是农业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已有研究主要聚焦特定因素与生产技术效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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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陈超等认为组织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够改善和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不同组织模式下桃农生产技术效率差异显著,“农户+

合作社”模式下桃农生产技术效率高于“农户+市场”的传统模式[3];Marcelo 等研究发现农场管理信息系统(farm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FMIS)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巴西柑橘的生产技术效率
[4]
;农田租赁使耕地从效率较低的农户转移到效率较高

的农户,从而提高了越南农户生产技术效率[5],这与曾雅婷等对我国粮农土地流转的研究结论一致[6];年龄结构对生产技术效率有

明显影响,60 岁以上农户降低了泰国农业生产技术效率,而 15～59 岁农户则对生产技术效率有促进作用[7];专业化程度与小农生

产技术效率呈“倒 U型”关系[8]。土地规模与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关系目前仍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

农地的扩张会形成粗放化经营,造成农业资源的浪费,对生产效率有负向影响,但也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反向关系逐渐减小[9];

第二种观点认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机械化操作和先进技术的投入,农户生产专业化程度也更高,从而提高生产技术效率[10,11]。第

三种观点认为规模与生产技术效率为非线性关系,杨万江等对我国稻农的研究表明面积与生产效率为“U 型”关系[12],而周曙东

等则认为二者为“倒 U型”曲线关系,生产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会造成规模不经济现象
[13]
。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地形等自然要素是农业生产的基

本条件,已有文献大多以行政区为单元,鲜有从某种地形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因此其典型性和代表性会有所欠缺。此外,生产技

术效率研究由于作物的不同结果往往有所差异。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聚焦在粮食作物[14,15,16],也有针对仙桃[3]、油菜[17]等经济作物

和油料作物的研究,而针对马铃薯的相应研究还停留在宏观层面[18],微观用户视角的研究还较少。因此,本研究基于地形视角,分

析不同规模马铃薯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并揭示其影响因素,试图为我国山地地区马铃薯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模型假定 

1.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与变量说明 

目前关于生产技术效率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非参数法和参数法两种。由于非参数法(主要为数据包络分析)未考虑随机因素

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采用参数法的典型方法随机前沿模型(SFA)。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由 Aigner等[19]于 1977年提出,其基本模型取对数后如下: 

 

式(1)中:yi代表第 i 个农户的实际产出,f(xi,β)代表第 i 个农户在已有生产条件下的最佳产出,xi为各投入要素,β 为待估

参数,vi 为反映统计噪声的随机误差项,并假设其服从 正态分布,μi 为技术无效率项,服从半正态分布,且与随机

误差项 vi独立。产出值以 exp(x
′
iβ+vi)为上限,因此随机前沿产出围绕模型确定部分 exp(x

′
iβ)波动。第 i个农户技术效率 TEi

计算公式如下: 

 

显然,TEi取值范围为[0,1],TEi越接近 1,说明效率越高,TEi越接近 0,效率越低。 

目前在农业技术效率分析中广泛应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Translog)生产函数。超越对

数生产函数考虑了各项投入之间相互作用对产出的影响,同时由于C-D函数将生产函数要素的替代弹性假定为1,而事先对马铃薯

农户生产投入要素替代弹性未知,因此选择更加灵活的 Translog 生产函数。进行初步检验后,模型接受备择假设,进一步确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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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Translog生产函数模型的合理性。本研究把投入要素 xi分为土地投入(L)、劳动力投入(K)和资金投入(C)三大类,农户实际产

出用马铃薯总产值表示(Yi)。土地投入指农户马铃薯实际种植面积,劳动力投入指家庭中从事马铃薯生产人数,资金投入包括种

薯、化肥、农药、机械燃油、农膜和雇工等成本费用。对原始函数取对数后,得到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2.Tobit模型及变量说明 

SFA 模型测算得到的生产技术效率是介于 0～1 范围内的离散截断数据,为了识别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关键影响因素,将

SFA 测算得到的效率值作为因变量,土地禀赋等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避免对截断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OLS)

造成的偏误,本研究使用基于极大似然法(ML)的 Tobit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具体公式如下: 

 

式(4)中,Qi为因变量; 为回归常数项, 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Xi为影响因素自变量,εi为随机误差向量。 

理论上,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是在众多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所有因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内源驱动因素,即

农户自身条件、家庭特征等农户可控因素;另一类是外部环境因素,如自然灾害、技术传播、政策支持等因素。本研究基于农户

均为“理性人”的假设,借鉴理性选择理论[20],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参考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3,6,10],并结合问卷调研数据可获得性,

假设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土地禀赋、劳动力禀赋、生产经营特征、农户认知水平和地区虚拟变量 5 大类

共 11项变量。各变量选择依据及其预期影响阐述如表 1: 

表 1影响因素变量及其说明 

变量 变量代码 变量性质及说明 预期方向 

生产技术效率 Yi 实值,连续变量,SFA计算结果  

土地规模 x1 实值,连续变量/公顷 - 

土地细碎化 x2 实值,连续变量/(公顷/块) + 

受教育水平 x3 实值,文盲=0;小学=1;初中=2;高中=3;大专及以上=4 + 

户主年龄 x4 实值,连续变量/岁 ? 

劳动力数量 x5 实值,连续变量/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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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程度 x6 实值,连续变量,马铃薯收入/全家总收入 + 

是否参加合作社 x7 虚值,是=1;否=0 + 

是否熟悉品种 x8 虚值,是=1;否=0 + 

是否需要技术 x9 虚值,是=1;否=0 + 

西北山区 x10 虚值,是=1;否=0 ? 

东南山区 x11 虚值,是=1;否=0 ? 

 

土地禀赋包括土地规模(x1)和土地细碎化程度(x2)两个指标。目前已有研究对土地规模与生产技术效率的关系还有一定的争

议,基于不同地区和不同作物结果可能会有不同。山地地区特殊的地形地貌不利于农户大规模经营,假设农地规模与技术效率为

负相关关系。已有研究多认为土地越细碎越不利于机械的应用,本研究用平均每块土地面积表征土地细碎化,因此假设土地细碎

化与技术效率成正相关关系。 

劳动力禀赋包括户主受教育水平(x3)、户主年龄(x4)和劳动力数量(x5)三个指标。一般来讲,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对新技

术、新信息的接受程度就越高,能够间接提高生产技术效率;户主年龄越大,马铃薯的种植经验也越丰富,更有利于提高马铃薯种

植效率,但另一方面年龄过大也会造成劳动能力下降而降低效率,因此年龄对效率的影响有待检验;一定数量的家庭劳动力可提

高劳动效率,但劳动力过多可能会造成效率低下,因此山地地区劳动力数量与技术效率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检验。 

生产经营特征:用专业化程度(x6)和是否参加合作社(x7)两个指标。专业化程度用农户马铃薯总产值与家庭总收入的比值表

示,比值越大,马铃薯专业化水平越高。专业化水平越低,说明农户生计来源大部分来自其他收入,可能会造成马铃薯的粗放式经

营从而降低生产效率,因此假设专业化程度与生产技术效率为正向关系。近年来,多地出现“农户+合作社”“农户+企业”的生

产模式,在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下,农户马铃薯生产能够更加精细化和标准化,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因此假设参加合作组

织与效率呈正向关系。 

农户认知水平包括是否熟悉马铃薯品种(x8)和是否需要专业技术(x9)两个指标。一般来讲,农户对品种越了解,就越有利于对

其实施精准化的耕种、施肥等生产过程,从而提高技术效率。对专业技术有需求的农户更希望精耕细作,效率较高;而排斥专业技

术的农户一般粗放经营,效率较低,因此假设其与效率为正相关。 

地区变量设置。由于样本点三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因此加入一组地区虚拟变量,设置以西南山区巫溪县为参

照组的西北山区(x10)和东南山区(x11)两个地区虚拟变量,分析不同地区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于 2018年 1月至 9月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广东省

惠州市惠东县、重庆市巫溪县 3 省(市)3 县开展的农户实地问卷调研。以上 3 个县(市)均是我国马铃薯种植的重要基地,对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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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农户马铃薯种植情况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中定西市有“中国马铃薯之乡”之称,惠东县被誉为“中国冬种马铃薯之乡”,

巫溪县被称为“中国绿色生态马铃薯之乡”。安定区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交界处,属于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

平均海拔 2000米;巫溪县地处大巴山东段,最高海拔 2800米,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惠东县位于广东省东南部,境内最高海拔 1337

米,属于东南沿海山区县。正式调研前,项目组于 2017年 10月对安定区农户马铃薯种植情况进行了预调研,随后对问卷进行修改

与完善。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每个样点县(市)选择 3～5 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 2～6 个行政村,每个村随机选择 10 户左

右马铃薯种植农户,进行一对一入户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每个农户访谈时间大约 30 分钟。最终共获取 461 份调研问卷,剔

除 8份关键数据缺失或存在明显错误的无效问卷后,共获得 453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 98.26%。 

2.描述性统计 

对种植规模进行分类,能够更好地反应不同规模下马铃薯种植农户的生产特征和技术效率的差异,也是进一步分析不同规模

组别农户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基础,同时能为适度规模经营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但目前对土地经营规模的划分还没有一

个统一的标准,大多学者的划分标准由于地区和作物的不同,结果有所差异。参考前人对其他作物划分的方法[11,21,22],并结合实地

调研情况划分我国山地地区农户马铃薯种植规模。调研数据表明,0.40 公顷和 0.80 公顷是农户种植马铃薯出现频次较高的 2 个

峰值点。同时在与农户的交流中发现,0.40公顷和 0.80公顷也是农户较为认可的小规模和大规模合适的节点。基于此,本研究将

马铃薯种植面积小于 0.40 公顷定义为小规模农户,在 0.40 公顷(含)和 0.80 公顷(含)之间的定义为中规模农户,大于 0.80 公顷

定义为大规模农户。 

统计结果表明(表 2),中等规模农户在 3 种规模中占比最大(47.24%),其次是小规模(36.65%),大规模农户最少,仅有 73 户,

占所有样本量的 16.11%。说明我国山地地区大部分农户马铃薯种植规模较小,仅有少量农户实现了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不

同规模农户投入产出差异显著。从总产值来看,随着规模增加,总产值的均值和最大值提升明显;在劳动力投入方面,大规模和中

规模农户平均劳动力明显大于小规模农户,但大规模和中规模之间差异不显著,主要由于大规模农户多采用雇工的方式进行种植,

雇工部分的投入计算在资金投入中;从资金投入来看,大规模是小规模平均值的近 10 倍,其中投入最大值超过 30 万元,而小规模

的资金投入最小值仅有 390元。 

对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变量进行统计,结果表现出以下特点:①我国山地地区马铃薯种植农户户均土地规模较小,仅有

0.659公顷;农户之间差异显著,最大达到 16.667公顷,最小仅有 0.133公顷。②土地细碎化现象严重,块均土地面积 0.151公顷,

其中最小的户均仅有 0.020公顷。③农户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小学及以下农户占到总样本量的 56.51%,高中及以上仅占 10.15%。

④马铃薯种植农户年龄偏大,平均年龄为 55.6 岁。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当前我国农村留守人员基本都是老人和妇女儿童,很难见

到青壮年劳动力全职务农。在定西黄土高原山区和巫溪秦巴山区,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村”,土地和房屋有大量荒废。⑤农户马

铃薯种植专业化程度较低,马铃薯收入占全家总收入一半以上的家庭仅有 11.70%。传统小农生产的农业比较收益较低,部分农户

在种植马铃薯的同时还会从事其他生计活动,进城务工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⑥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还较少,占全部农户的

12.4%。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种植专业化和管理精细化程度更高。但在调研过程中农户反映对合作社了

解不够,且信任程度较低,造成参与度比较低。⑦有接近一半的农户渴望得到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样本地区马铃薯种植历史悠

久,大部分农户反映从其有记忆以来村里就种植马铃薯。因此部分农户认为已经掌握了马铃薯种植技术,不再需要技术人员指导。 

表 2马铃薯生产投入产出变量描述性统计 

规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量(占比/%) 

小规模 总产值/元 5809.29 6662.11 30000.00 300.00 166(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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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投入/公顷 0.26 0.06 0.37 0.13 

 

 

劳动力投入/个 1.76 0.49 3.00 1.00 

 

 

资金投入/元 3738.69 4429.88 18875.00 390.00 

 

中规模 总产值/元 10828.50 11464.52 52000.00 300.00 214(47.24) 

 

土地投入/公顷 0.55 0.13 0.80 0.40 

 

 

劳动力投入/个 1.91 0.53 4.00 1.00 

 

 

资金投入/元 7654.34 9363.30 46320.00 1302.00 

 

大规模 总产值/元 39812.33 72683.30 500000.00 1000.00 73(16.11) 

 

土地投入/公顷 1.90 2.69 16.67 0.87 

 

 

劳动力投入/个 1.99 0.69 5.00 1.00 

 

 

资金投入/元 33761.27 55216.64 305200.00 2550.00 

 
 

从不同规模农户来看,其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变量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①随着规模增大,土地细碎化有所改善。大规模

样本块均土地面积达到 0.264公顷,是小规模均值的 2.59倍。②受教育水平随着规模增大而逐渐提升,而户主年龄随着规模的增

加而减小。反映出年轻人更有可能、更有意愿增加种植面积。③大规模农户的专业化程度比中小规模农户更高。大规模农户由

于投入更多、风险更大,因此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马铃薯生产。④中等规模农户参加合作社的比例最高。小规模农户往往都是粗

放经营,专业化程度低,大多认为地太少不值得参加合作社;而大规模农户由于承担风险较大,大多不信任合作社,因此参与程度

较低。⑤小规模农户熟悉品种比例最低,大规模农户比例最高。种薯是马铃薯生产的基础,大规模农户在种植前会广泛了解种薯

情况,因此对品种的了解程度更高。⑥随着规模增加,农户对专业技术的需求越来越低,这可能与大规模农户已经较为熟悉马铃薯

新兴品种和技术有关。 

三、结果分析 

1.不同规模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 

假定所有农户均处于同一技术前沿面,运用 Frontier4.1 软件对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极大似然估计(表 3)。从模

型运算结果来看,技术非效率项(γ)占比 0.90,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混合误差选项中有 90%的变异来自技术无效率项,同时模

型通过 LR单边检验,研究适合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模型。 

表 3农户马铃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系数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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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常数项 6.154*** 1.207 土地×劳动力 0.053 0.185 

土地 1.091** 0.455 土地×资金 -0.173** 0.081 

劳动力 0.258 0.618 劳动力×资金 -0.093 0.099 

资金 -0.354* 0.340 总体方差σ2 1.626*** 0.464 

土地二次项 0.223* 0.157 技术非效率占比γ 0.905*** 0.033 

劳动二次项 -0.405 0.395 log似然函数值 -376.330  

资金二次项 0.173*** 0.051 LR单边检验误差 30.117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我国山地地区农户马铃薯种植生产技术效率较低。所有样本平均技术效率值为 0.684,表明若消除技术无效率项,产出还有

31.6%的提高空间。其中最大值为 0.911,最小值仅 0.087。从效率分布来看,大部分农户集中在 0.5～0.8 的中等水平,占到

64.46%;0.5以下的低效率占比 11.70%。 

2.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从不同规模农户看,中等规模农户技术效率明显高于小规模和大规模农户。中规模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均值为 0.696,高于小规

模和大规模农户的 0.683 和 0.649,说明小规模和大规模均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这与屈小博的研究结果相同
[23]
,反驳了规

模越大越好的传统观念。我国农户马铃薯种植行为,特别是山地地区马铃薯种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过程,种植规模过小会

造成人力资源的损失和资本的浪费,而规模过大则会导致粗放化生产,精细化程度降低,同时增加了生产交易费用和监督管理成

本。在中规模农户中,有 26.17%的样本达到 0.8以上的高效率,在三种规模中高效率占比最大;0.3以下的低效率农户占比也是三

种规模中占比最小;同时标准差在三组中最小,说明农户效率稳定性相对较高。大规模农户平均效率值最低,且小于 0.3的低效样

本在三组中数量最多,而大于 0.5的中高效样本所占比值也为三组中最低。同时,所有样本中效率最大值出现在小规模农户中,表

明小规模农户马铃薯生产更有可能实现精耕细作,从而获得较高的效率。 

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结果显示,复合误差项有 90%来自技术无效率项,说明技术效率损失是造成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

低下的主要原因,若能消除技术无效率项,产出将有 31.6%的提升。对比发现,不同规模马铃薯种植农户效率差异明显,从土地禀

赋、劳动力禀赋、生产经营特征、农户认知水平等方面,并加入地区虚拟变量,探究山地地区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损失的影

响因素。 

(1)土地禀赋对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土地规模和土地细碎化分别通过了 1%和 10%的显著性检验。土地规模估计系数为负,说明随着规模的扩大,山地地区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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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技术效率不一定会有所提升,反而会出现下降的情况,这也验证了适度规模经营理论。土地细碎化估计系数为正,说明土地块

均面积越大,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越高。块均面积越大,越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和施肥、农药等生产技术服务实施。山地地区马铃

薯地块分散,同时由于土地分配制度的原因,每户土地地块之间可能距离相对较远,加之山地交通条件较差,农户如果种植规模过

大,则会提高相应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显著降低生产技术效率。因此,在我国山地地区,应根据地形和地区生产技术条件,探索

农户马铃薯种植的适度经营规模,将户均种植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避免盲目扩张带来的效率低下。 

(2)劳动力禀赋对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劳动力禀赋的三个指标中仅有劳动力数量通过了 1%显著性检验,户主受教育水平和户主年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劳动力变量

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劳动力数量越多,越有利于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虽然现阶段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剩

余劳动力,但在山地地区,由于土地分散,细碎化程度较为严重,不利于大型机械进行标准化作业,造成农村劳动力边际效应递减

的趋势不显著。在这些地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有利于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受教育水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理论上讲,受教育水

平越高,农户学习能力、接受信息和新兴技术的能力越强。但在调研中发现,大部分农户虽然接受了初中教育,但普遍反映由于历

史原因,基本只接受过 1年且基本都是在劳动过程中,实质性的教育几乎没有。户主年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一方面,留守在农村

进行马铃薯种植农户有很大一部分是 60岁以上老年人,身体条件较差,种植行为较为粗放;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农户由于长期种

植马铃薯,形成了路径依赖,对于新品种和新技术的采用程度较低,也影响了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 

(3)生产经营特征对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农户生产经营特征的两个变量专业化程度和是否参加合作社均通过了 1%显著性检验。调研中发现,大部分农户存在兼业生产

的情况,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进城务工或畜禽养殖,农户马铃薯收入占比最少的一户收入中仅有 0.1%来自马铃薯。专业化程度越

低,农户对于马铃薯生产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越少,形成粗放式经营,造成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降低,这也验证了陈竹等的研究
[8]。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和趋势。在我国山地地区马铃薯产业发展过

程中,已经出现了一批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为参与成员提供服务,包括马铃薯种薯统一订购、农资发放、

马铃薯销售、运输、储藏等方面,同时向农户提供技术支撑,大大减少了农户种植的盲目性和资源浪费,且能够保证有较好的销售

价格,有效提高了农户收入,对生产技术效率有促进作用,这与陈超等的研究结果相同[3]。但当前我国马铃薯种植农户参与合作社

的还较少,存在对合作社不信任的情况,大多还是散户经营;同时也存在部分名存实亡、为套取国家相关政策经费而成立的合作社,

实际上并未对农户起到积极作用。 

(4)农户认知水平对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农户认知水平中是否需要专业技术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是否熟悉品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是否需要技术估计系数为正,

说明农户认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生产技术效率。调研样本点都是我国马铃薯种植历史较为悠久的地区,用农户的话说就是

“自盘古出世就种洋芋”。长期种植马铃薯让部分农户自认为已经掌握了种植的技术和方法,因此不需要专业农技人员进行指

导。然而,随着我国马铃薯产业不断发展,马铃薯种薯不断更新优化,病虫害种类更加多样,耕作技术趋向精准化,使得农户长久以

来积累的种植经验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马铃薯种植特征。因此,认知水平较高的农户更有可能采用新技术,及时淘汰退化的

老品种,促进技术效率的提高。 

(5)地区差异对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地区虚拟变量中东南地区通过了 10%显著性检验,估计系数为正,说明相对西南地区的巫溪县,广东惠东县农户马铃薯种植有

更高的技术效率。惠东县地处珠三角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相比西北和西南地区更为发达,马铃薯生产技术更为先进。同时调研过

程中了解到,惠东马铃薯主要供给周边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且有部分出口东南亚,销售情况明显好于西部地区,因此农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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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效率都较高。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 2018 年对甘肃、重庆、广东 3 省(市)453 个马铃薯种植农户的实地调研

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和 Tobit 模型,实证分析了山地地区不同规模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

我国山地地区农户马铃薯种植生产技术效率较低,所有样本平均生产技术效率值为 0.684,若消除技术无效率项,产出仍有 31.6%

的提高空间。将我国山地地区农户马铃薯种植规模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中等规模农户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最高,小规模次

之,大规模最低,实施适度规模经营是山地地区马铃薯种植农户的未来方向。土地规模对生产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土地块均面

积、劳动力数量、农户专业化程度、参加合作社以及农户认知水平等因素对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对我国山地地区农户马铃薯生产经营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应通过改革土地制度等措施,积极引导农户马铃薯种植从非适度向适度规模转向。一方面,基于当前我国马铃薯农

户大部分依然是传统小农经营模式的现状,应鼓励小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破解“插花地”等原因造成的土地细碎化现象;另一方

面,由于我国马铃薯主产县大多位于山地地区,给马铃薯生产带来了较大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因此应及时消除部分农户的

“规模崇拜”,避免盲目扩大面积造成的“规模不经济”。 

第二,政府在大力培育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更应加强监管力度,促进其规范化经营,避免出现

为了套取国家政策经费而名存实亡的合作社。新型经营主体应建立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户提供优质的农资、农机等服务,

同时积极向农户宣传相关政策,及时破解农户的抵触心理,取得农户信任。 

第三,农户作为马铃薯生产最重要主体,一方面要消除自身因长期种植马铃薯而形成的“路径依赖”,提高认知水平,积极参

加政府农技服务部门组织的培训,拓宽信息渠道,多方位了解马铃薯生产最新技术、种薯品种,及时掌握市场行情变化情况;另一

方面,积极与新型经营主体合作,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有效规避经营风险,最终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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